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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 、皇权扩张的工具。
均田制崩溃之后 , 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
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 , 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
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

被帝国采纳 ,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 , 仅提议通过科举
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 , 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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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以后 ,士绅取代贵族成为中国帝国社会力量的主流 、国家与民

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孙立平 , 1992:58)。一般认为 ,士绅集团主要依赖

科举制度而形成 ,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 ,使一批人沉

淀下来 ,形成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 ———士绅集团(参见

杨力伟 ,1991;张仲礼 , 1991)。然而 ,科举制度“第一次撇开了血缘 、门

第 、出身 、家世等先赋性因素”(孙立平 ,1992:61)选拔官僚 ,有效地消解

了贵族集团的政治影响 ,具有明显的普遍化权力的倾向 ,本是有利于皇

帝独裁统治的选官制度。那么 ,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科举制度 ,怎么可

能一方面消解贵族集团 ,另一方面又产生“功名身份的终身制” ,为绅士

集团提供稳定的政治身份 ? 科举制度究竟是倾向于官僚帝国的“普遍

化权力” ,还是倾向于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在政治上的混融 ?

本文将通过分析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演变之关

系 ,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发生的变化来回答

上述问题 。唐宋时期曾经出现各种不同的科举方案 ,这些方案的成败

得失取决于它们能否维系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功名身份的

终身制”并不是科举制度与生俱来的内容 ,而是一种后发的补充性制

度 ,是贵族集团在中国社会消融后国家与绅士集团相互冲突和妥协的

产物 ,同时体现了儒家文化这种传统的合法性对中华帝国政治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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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 。

一 、均田制崩溃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及科举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有两种主要的模式 ,一种是国家通过官僚直

接统治民众 ,体现了普遍化权力的倾向 ,以秦朝为典型;一种是国家通

过贵族或士绅集团间接地统治民众 ,魏晋时期是贵族化官僚(士族)发

展的一个顶峰 ,明清社会则出现了一个稳固的士绅阶层 。然而在唐朝 ,

虽然贵族化官僚集团(门阀士族)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 ,但国家在相当

程度上恢复了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的社会结构 。

维持唐朝政权通过官僚集团直接统治民众的政治体制 ,主要是均

田制 、与均田制结合的府兵制 ,以及科举制度。均田制发源于北魏 ,是

国家向无地农民分配荒地的制度 ,与之相配套的是国家直接向农户征

收赋税的租庸调制 ,这是唐朝直接统治民众的经济基础 。府兵制由西

魏的宇文泰创立 ,本是仿照部族制建立的军事组织 ,主要通过豪强地主

召募统领士兵 ,是统治者与门阀士族协作的一种体制 。府兵制在唐朝

与均田制结合起来 ,均田制度下的农民成了自备武装的府兵兵源 ,府兵

制从贵族化的军事制度演变为普遍的农民义务兵制。科举制度最初并

没有所谓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内容 ,为了争取参加中央考试名额

(解额)的解试只是一次性有效 ,如果没有通过最终的考试 ,下次参加科

举考试还是要从解试开始 ,因此不会形成秀才 、举人这类明清社会才有

的科举功名。这时科举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帮助皇帝掌握了选拔官员的

主动权 ,士族集团需要通过科举才能保持官位 ,因此更加依附于皇权 ,

其独立的政治地位削减甚至消失了 。

然而到唐朝中后期 ,随着均田制的崩溃 ,国家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

众的各种政治体制开始瓦解 ,士族集团也进一步衰弱 ,社会结构开始发

生剧变。均田制是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经济基础 ,但随着人口剧增 ,国

家的授田日趋不足 ,农民无力承担租庸调 ,开始放弃受田而流亡 ,有些

受雇于富户 ,成为佃农 、客户 ,他们的土地则被富户兼并 ,从而形成所谓

的“庶族地主”或土豪阶层 。均田制的崩溃导致以户口为基础的赋税制

度租庸调的破产 ,以土地为原则的两税法形成 ,庶族地主的经济地位由

152

社会学研究 　2008.2



此得到国家的承认。根据艾森斯塔得(S.N.Eisentadt)“可以把绅士成

员确定为较为富裕的农民或小地主” 、绅士“一般由中层的土地所有者 、

食地租者和地主构成”(艾森斯塔得 , 1992:207 、208)的定义 ,唐朝中晚

期开始出现的庶族地主或土豪阶层就是所谓的绅士集团 ,但这时的绅

士集团并没有稳定的政治地位 。

均田制崩溃也导致农民无力承担兵役 ,府兵制随之瓦解 ,国家开始

通过雇佣召募军队。失地农民除了成为佃农客户之外 ,有些应召成为

国家的雇佣军 ,有些则沦为盗贼 ,甚而组织反政府武装。最后 ,黄巢为

首的流民武装和汇聚在藩镇将领之下的职业军人集团成为推翻唐朝的

两大势力 ,新兴的五代与宋朝政权就由这些武装集团建立 ,可见 ,宋朝

政权最初并非地主阶级政权。而宋朝政权也因此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结

构模式。士族集团消失了 ,统治者不能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掌握土地与

农民 ,也就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社会 ,作为农业经济主导力量的富民 、土

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 ,或将自己的经济力量上升为政治力量 ,由职业

军人和职业官僚(文吏)构成的政权集团与通过土地兼并形成的庶族地

主阶层没有形成政治共同体。宋人叶适所说的“民与君为二”就是指这

种国家与社会脱节的现象 ,他说 , “官民不急不相知也 ,其有求请而相关

通者 ,则视若敌国”(叶适 ,《水心别集·民事上》)。陈亮也说 ,“后世官与

民不复相知……故官常以民为难治 ,民常以官为厉己……上下不复相

恤也”(陈亮 , 《陈亮集·四弊》)。

在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下 ,科举制度能够帮助皇帝控制

官僚集团 ,从而加强国家的控制力;但在国家与社会脱节的条件下 ,国

家通过科举扩张权力 ,反而会加深与社会之间的裂痕 。科举制度在唐

朝已经兴起 ,北宋时科举规模空前扩张 ,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从原

来的数十人扩展到数百上千人 。按照科举制度造就士绅集团的理论 ,

北宋应该形成一个稳定的 、与国家权力有密切关系的士绅阶层 ,但是直

到南宋 ,叶适 、陈亮等人仍为国家与社会的脱节而忧心 ,这是因为没有

“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科举制度并没有起到提升土豪阶层政治地位 、

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功能 ,反而强化了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的隔阂 ,

支持和扩大了国家与社会的脱节。

唐朝的科举制度使士族依附于国家政权 ,随着科举的兴起 ,“士族

长期徙居城市后 ,与乡村宗族同舟共济的关系已经基本消失。而乡村

的宗族因精英的不断流失 ,也已经无法发挥太多的社会政治影响”(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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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2),从而撕裂了官僚与乡村社会的密切联系 ,出现了“罢乡

举 ,离地著 ,尊执事之吏 ,于是乎士无乡里 ,里无衣冠 ,人无廉耻 ,士族乱

而庶人僭”(欧阳修 , 《新唐书·柳冲传》)的现象 。北宋初年的科举制度

改革措施倾向于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首先是殿试制度 ,即科举士人在

参加完中央举行的考试并被录取之后 ,还要加试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

的考试 ,以彰显科举士人都是皇帝的学生(天子门生);其次取消了士人

在科举及第后还要到吏部参加选拔的制度 ,改为在殿试之后由天子直

接向及第者授官 。这些制度导致官僚彻底依附于皇权 ,“是士之进不惟

今之法度 ,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王安石 , 《进说》 ;吕祖谦《宋文鉴》卷

一★七)。科举士人由此成为脱离于乡村社会的“游士” 。欧阳修就指

出 , “且今入学之人皆四方之游士 ,赍其一身而来 ,乌合群处 ,非如古人

在家在学 ,自少至长 ,亲戚 、朋友 、邻里 、乡党众察徐考其行实也”(欧阳

修 , 《欧阳修全集·议学状》)。

费孝通曾观察到 ,近代以来 , “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 ,发现几年不

在家乡 ,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 。在乡下 ,大学生无事可做……结果

是农村不断地派出它的孩子 ,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费孝通 ,

2006:93-94)。其实从科举士人游离于乡村社会的情况看 ,宋代的科

举未必没有这种效果 ,从事科举的过程和科举成功后的仕宦生涯都需

要离开家乡 ,导致士人或官僚无法在家乡经营产业 、照顾亲人 , “科举既

频 ,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 ,而岭外尤为遐僻。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 ,

往来不啻百余程”(司马光 ,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贡院乞逐路取人

状》);“做官的人调度频繁 。一般都不能回到家乡服务”(陶晋生 ,2001:

59)。而且从事科举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成功率也极

低;科举在经济上也极具风险 ,科举而导致破产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多

落第的士人立即面临困境……有人功名不成而破家……还有一种怪现

象 ,有些子弟借科举之名而挥霍”(陶晋生 ,2001:39-40)。因此这时的

科举对乡村社会而言不过是“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 。宋代不少土

豪地主(绅士集团)对科举非常冷淡 , “贵农桑本业 ,而贱游学迁徙”(晁

补之 ,《鸡肋集·黄君墓志铭》)。乡村社会甚至会嘲笑那些从事科举的

子弟 ,士人“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 ,乡人悯其愚而笑之”(秦

观 ,《淮海集笺注·谢王学士书》), 如苏骐骥的族人就曾“争笑且怒之

曰” :“汝世农家 ,勤治耕桑以丰衣食 ,汝忽弃业为书生 ,穷馁无日矣”(司

马光 ,《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苏骐骥墓碣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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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随着均田制的崩溃 ,唐朝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开始

解体 ,没有政治地位的绅士集团(庶族地主)开始形成 ,新兴的五代和宋

朝政权由职业军人和文吏构成 ,由此形成的政权集团缺乏乡村社会的

根基。国家凭借武力能够统治绅士集团(地主阶层),无意与这个阶层

分享政权 ,国家政权与地主阶层因此不能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国家

与社会出现脱节的趋向 , “中唐以来之社会 ,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 ,而

其政治 ,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 高高在上 ,而`社会'

与`政府' 之间 ,堂陛益远”(钱穆 ,1996:27)。科举制度本是国家选择官

僚 、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 ,在唐朝科举发挥了消解贵族集团(士族)政治

势力 、通过官僚集团加强对民众直接控制的功能;但随着唐朝社会结构

的解体 、国家与社会的脱节 ,具有“普遍化权力”倾向的科举制度反而加

深国家与社会的鸿沟 ,而不是帮助绅士集团在整体上提升政治地位 、将

政权集团和绅士集团整合成政治共同体 。

二 、北宋统治者的权力扩张与熙宁变法中的“三舍法”制度

官僚帝国的统治者总是具有“普遍化权力”的倾向 ,致力于扩张性

的政治目标 。其一般性政治目标首先是“建立和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

的政权 ,以及统治者的最高主权”(艾森斯塔得 , 1992:119)。在北宋 ,这

个目标是通过重新统一南方领土 ,收回地方军政 、行政和财政权力 ,以

文官取代武人出任地方官等措施达成的 ,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则是大兴

文官政治的必要手段 。统治者的第二个一般性目标则是发展“有关资

源动员的特殊取向” ,“保证其能够从社会不同群体那里得到不断的 、独

立的资源补充” ,“力图把社会的权力与控制的中心独揽于一己之手” ,

“努力控制这些资源而使之专为一己所用”(艾森斯塔得 , 1992:119 、

120 、121)。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宋朝统治者及其官僚集团曾提出了种

种方案 ,其中比较极端的方案是重建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度和农民义务

兵制度 ,其次是努力培养更加具备“普遍化权力”倾向的官僚集团 ,但这

两种方案都失败了 ,这是因为国家权力过度侵犯了绅士集团(庶族地

主)经济上的既得利益 ,阻碍了这个阶层“从官僚组织的发展中获得直

接利益”(艾森斯塔得 , 1992:209)的可能性 ,同时也“超过了其传统合法

性(在中国即是儒家文化 ———笔者)的适当限度”(艾森斯塔得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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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掌握土地是国家直接控制民众 、独占社会资源的根本手段 ,在均田

制崩溃后 ,宋朝统治集团非常向往重新控制土地 ,打着儒家文化中所谓

“井田制”的旗号鼓吹土地国有制度 ,如田锡提出恢复井田制以“维持万

民”(田锡 ,《咸平集·复井田论》),杨亿认为井田可以“亲附万民”(杨亿 ,

《武夷新集·咸平四年四月试贤良方正科策一》),蒲宗孟认为井田制下

“天下数千里之远 ,其指顾措置犹一堂之近”(蒲宗孟 , 《论周制》 ,见《全

宋文》75册),李昭 相信井田制下“先王和同四方 ,连络万里 ,使家与

家相爱 ,人与人相亲 ,保之而不忘 ,合之而不散者”(李昭 , 《乐静先生

李公文集·属民》)。抱着国家重新控制土地资源的企图 ,宋朝出现了

“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苏洵 , 《嘉 集笺注·田制》)的现象 。张载提

出 ,国家将天下之地统一规划 ,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 ,地主可以安排为

管理土地的官员 , “但先以天下之地 , 布画定 ,使人受一方 ,则自是均 ,

前日大有田产之家 ,虽以田授民 ,然使之为田官 ,以掌其民”(张载 , 《张

子全书·周礼》)。有人甚至提出通过大乱得到大治的方案 , “夺富民之

田以与无田之民 ,则富民不伏 ,此必生乱 。如乘大乱之后 ,土旷而人稀 ,

可以一举而就”(苏洵 , 《嘉 集笺注·田制》)。到了南宋 ,林勋又进献

《本政书》十三篇 ,再次提出恢复“井田制”的问题 ,详细描述了他设计的

具体方案 。在桂州为官时林勋又上《比校书》二篇进一步描绘他的井田

蓝图(脱脱 ,《宋史·林勋传》)。林勋的方案曾得到朱熹 、吕祖谦和陈亮

等的赞赏 ,陈亮认为他的方案思虑周密 ,取得了当时“井地之学”的最高

水平 ,必有待用之时(陈亮 ,《陈亮集·书林勋〈本政书〉后》)。

不过均田制崩溃后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国家基本上不干预土地流

通 ,“不立田制” 、“不抑兼并”在宋朝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官僚们提出的

恢复井田的方案仅限于纸上谈兵。太宗 、真宗时陈靖提出的劝募逃户 、

国家授田的方案曾引起皇帝的兴趣 ,宋真宗甚至任命陈靖为“京畿均田

使”责任此事(赵恒 , 《均开封府界税诏》 ,见《全宋文》11册),但很快就

罢废(赵恒 ,《罢京畿均税诏》 ,见《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此外宋朝政

府再也没有实施过井田或均田制度。除了试图恢复井田制之外 ,宋朝

也有很多官僚鼓吹恢复民兵制 ,表现了国家独占人力资源的企图 ,不过

除了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的保甲制度包含着部分民兵制的内容之

外 ,宋代也没有实施恢复过农民义务兵制度。

虽然井田制 、民兵制这些极端的国家权力扩张方案在宋朝没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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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机会 ,但 11世纪 70年代由宋神宗和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 ,其中

某些措施明显表现出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扩张的企图 ,如“青苗法”实

质上是将地主向贫困农民发放生活与耕种贷款的营生收归国有;“保甲

法”表现出在县以下的乡村建立行政组织的企图。除此之外 ,王安石提

出的以“三舍法”为核心的科举改革方案 ,试图加强皇帝对官僚的“教

化”权力 ,增强官僚的职业化特征 ,同样表现出“普遍化权力”的强烈倾

向。所谓“三舍法” ,就是将各地选送的太学生分为外舍生 、内舍生和上

舍生三等 ,层层培训选拔官员 ,其核心是改革单纯通过考试选拔官僚的

体制 ,要求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强化对官僚的职业培训。在此之前 ,王安

石还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 ,要求取消诗赋 、帖经 、墨义等内容 ,改

考本经 、兼经 、论和时务策等政治性很强的内容 ,还增设立了一个纯粹

的行政技能科目 ———法律 。同时宋廷又将王安石等人撰写的《周礼

义》 、《诗义》 、《书义》作为统一士人思想的教科书。王安石科举改革方

案的意图 ,在其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表达得很清楚 ,他希望能培养

出真正贯彻统治者意志的合格官员 ,因此强调应由统治者直接教育 、培

养官员 ,改变科举士人以“无用”的传统文化和诗词技巧为主的知识结

构 , “人之才 ,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古者天子诸侯 ,自国至

于乡党皆有学 ,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 ,皆在于

学。士所观而习者 ,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 ,其材亦可以为天下

国家之用”(王安石 , 《王文公文集·上皇帝万言书》)。在另一篇文献中 ,

王安石更加明确地要求由天子教育天下 ,天下诸侯 、士子乃至民众“一

皆听于天子 ,天子命之矣 ,然后兴学”(王安石 , 《王文公文集·虔州学

记》)。因此在熙宁变法中 ,王安石明确提出科举改革的目标在于“道德

一于上” 、“习俗成于下” ,以及“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徐松 ,《宋会要辑

稿·选举》三之四十三)。

熙宁变法的许多政策虽然在神宗两个儿子哲宗与徽宗统治时期得

以延续 ,但官僚统治集团分裂为支持新法和反对新法两个派别。违反

宋朝开国皇帝的政治传统(祖宗之法)、违背儒家的文化传统 、扰乱乡村

社会的既有秩序等 ,成为反对派攻击新法派最主要的理由 ,说明新法遭

到了具有自主化倾向的官僚集团 、保守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以及乡村社

会的土豪阶层(绅士集团)的联合抵制。新法实施的过程非常不顺利 ,

很多政策因难以推行而宣告失败。与乡村社会关系似乎不大的“三舍

法”选官制度在徽宗朝的宰相蔡京手中得到了空前的扩张 ,但这个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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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科举制度的新型选官体制在其表面上最辉煌的时刻被突然废止 ,

充分说明了“普遍化权力”倾向在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中的限度。最后王

安石开创的倾向于“普遍化权力”的政治改革事业随着北宋末年的军事

灾难而彻底破产 。

纸上谈兵式的井田制和民兵制鼓吹 、熙宁变法的政治实验及其失

败 ,都说明宋朝在国家与社会脱节的背景下 ,国家无视绅士集团的社会

力量而向乡村社会扩张其“普遍化权力”的企图难以得逞。就科举的社

会功能而言 ,在熙宁变法之前 ,科举制度加深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的

分化 ,而在熙宁变法之中 ,以“三舍法”为核心的新型选官制度表现了国

家权力向绅士集团控制的乡村社会扩张的企图。

三 、儒家学者学校取士方案与皇权之冲突

在王安石等人鼓吹“普遍化权力”倾向的选官理论和实施“三舍法”

的同时 ,宋朝有些儒家学者提出了另一种科举改革方案 。儒家学者的

方案同样要求通过学校选拔官员 ,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乡村社会(绅士集

团)的精英分子才是充当国家官员的惟一合适人选 ,并要求由儒家学者

主导文化教育并获得向朝廷推举官员的权力 。儒家学者的方案试图限

制统治者的普遍化权力扩张 ,同时维护儒家文化传统合法性并提升绅

士集团的政治地位。

儒家学者希望通过学校向全社会传播儒家文化 , “讲信修睦 ,以裨

教化”(夏竦 ,《请兴学校奏》 ,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四),如苏辙认

为 , “古者以学为政 ,择其乡闾之俊而纳之胶庠 ,示之以诗书礼乐 ,揉而

熟之 ,既成使归 ,更相告语 ,以及其父子兄弟”(苏辙 , 《苏辙集·上高县学

记》),这和王安石将学校看成单纯的官僚培训机构有明显的区别 。同

时儒家学者希望通过学校将乡村社会(绅士集团)的优秀人才送入官僚

系统 , “所以用之于朝廷者 ,则前日修之于其家者;所以服于畎亩者 ,则

异日用之于朝廷者”(沈括 ,《长兴集·杭州新作州学记》),从而达到“咸

谓乎尔公尔侯 ,亦在乎我乡我里”(王禹 , 《小畜集·乡老献贤能书赋》)

的效果 ,帮助绅士集团“从官僚组织的发展中获得直接利益”(艾森斯塔

得 ,1992:209)。黄裳指出通过这种选官制度 ,国家的官僚系统就能深

植于乡村社会 , “昔时乡教之中同为儒者 ,而今同为天子之吏 ,岂有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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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这样不但国家的意志通过学校传达到乡村:“乡吏受教法于卿大

夫 ,万民之学受教法于乡吏 。则其所以教民者 ,诸侯群吏之私不与焉 ,

资诸王而已” ;而且乡村社会的民意也可能通过学校顺利传达到政权集

团:“使民兴贤 ,还以长之 ,深协其民之好恶;使民兴能 ,还以治之 ,深中

其民之利病。则其所以进人者 ,王之私不与焉 ,委诸民而已”(黄裳 , 《演

山集·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学校因此可以将国家与乡村社会(绅士

集团)整合成政治共同体 。这种学校方案之所以能形成政治整合功能 ,

关键在于它宣称只有乡村社会(绅士集团)的文化或道德精英才是国家

选拔官僚的合适的对象。王安石的选官理论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他

否认乡村精英是国家选官的对象 ,理由是宋代的民间已经没有人才了 ,

“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草野闾巷之间 ,亦未见其多也”(王安石 , 《王文公

文集·上皇帝万言书》)。

根据这种理论 ,儒家学者在熙宁变法前后提出了具体的学校取士

方案。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前一年(1068年),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程颢上

《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强调师儒应当从民间选拔 ,师儒一方面教

化社会 ,另一方面获得向朝廷推举官员的权力 , “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

乡饮之礼会其乡老 ,学者众推经明行修 、材能可任之士 ,升于州之学 ,以

观其实”(程颢 、程颐 ,《二程集·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程颢还认

为士人的身份应该通过免役等政策区别于普通民众 , “择士之愿学 、民

之俊秀者入学 ,皆优其廪给而蠲其身役”(《二程集·请修学校尊师儒取

士札子》),提出了赋予士人政治身份的构想 。反新法派当权的元 年

间(1086-1094年),吕大临又提出了立士籍的方案 , “州县皆立学 ,皆立

士籍 ,学官正录掌之” ,再次提出了士人政治地位身份化的构想。吕大

临要求在学校中设立由民间学者担任非官方的“外学正” ,赋予外学正

从庶人中选取士人的权力 ,同时要求官僚从学校的士人中产生 ,这等于

赋予了民间学者选拔官员候选人的权力 ,“委州县学正于学外士人中推

择为众所服者 ,为外学正……如(士人)犯大过 ,既书许其改过 ,不愿改

及终不悛者去其籍 ,不得与士齿 ,不得服士衣冠。朝廷考察德行 ,皆质

于此”(吕大临 , 《论选举六事奏》 ,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八★)。

元 元年(1086年),宋廷命程颐等修立太学条例 ,程颐强调应当从民

间选拔师儒 ,尊重道德之士的权威(《二程集·回礼部取问状》),并大胆

地提出有德之士教化君主的责任 ,认为师儒向君主教学的“经筵”制度 ,

其意义“不惟义理为顺 ,所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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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札子》),这就意味着教化的主体不是君主而是代表着儒家文化的道

德之士 ,强调儒家文化对皇权的限制。

儒家学者的学校取士方案 ,要求赋予儒家学者独立的文化教育主

导权和从乡村社会(绅士集团)推举官员的权力 ,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

的。统治者担心儒家学者掌握文化教育主导权后自由地解释经典 ,无

视国家的统治意志 ,造成思想和政治舆论的混乱 , “议者欲郡设学校 ,诚

甚高论 ,然天下业经以万数 ,而传师学者百不一二 。不澄其源 ,虽置之

无益也”(尹洙 , 《河南集·敦学》)。同时统治者也无法容忍师儒从民间

直接推举官员 ,因为这样容易形成君主难以驾驭的独立的政治派别 ,

“若采声华于乡曲 ,恐渐成朋比之风”(田锡 , 《咸平集·开封府试策第二

道》)。因此儒家学者的学校取士方案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采纳。

四 、科举理学化及其社会功能

儒学学者提出的学校取士方案虽然行不通 ,但宋代的儒家学者发

展了一种新型的儒学理论 ,即所谓的理学 ,却提供了统治集团与绅士集

团在政治上妥协 、混融的新模式。陈明认为 ,儒家文化“从整体上提出

了协调 state与 society双方关系的新型社会理想”(陈明 ,1997:39),但传

统的儒家思想比较适合国家与贵族集团的合作 ,并不适用于新兴的绅

士集团。宋代理学家发明《礼记》中《大学》 、《中庸》的涵义 ,以“理”为本

体 ,以“修齐治平”为“理”的外在表现和实现途径 ,赋予“修身” 、“齐家”

与“治国”同等的本体论意义。传统对《大学》“齐家 、治国”的解释 ,一般

认为主体是君主 ,治国先齐家的观念是建立在君主“家国一体”的基础

之上的 , “一家 ,一人 ,谓人君也”(孔颖达 , 《礼记注疏·大学》)。然而随

着理学的发展 ,普通的儒生也获得了“齐家 、治国”的主体地位 , “凡厥诸

生 ,当体公意 ,以是正心诚意 ,以是修身齐家 ,以是治国平天下 ,以尽大

学之归 ,以求夫子之用心”(张九成 ,《 浦集·重建赣州学记》)。普通儒

生不是“有天下国家者” ,甚至不一定能进入仕途参与治国 ,士人的家庭

也不构成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士人又如何来实践“齐家治国”呢 ? 朱熹

解释说 , “此是言一家事 ,然而自此推将去 ,天下国家皆只如此” , “`孝者

所以事君 ,弟者所以事长 ,慈者所以使众 。' 此道理皆是我家里做成了 ,

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 ,不是我推之于国”(朱熹 , 《朱子语类·大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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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普通士人不是不需要在治国层面上实践天理 ,但在齐家层面

也能像在治国层面上一样实践天理 ,因此普通士人也能通过齐家而治

国。在这种理论之下 ,士人即使科举失败 ,土豪(绅士)即使没有条件从

事科举 ,只要他们信奉理学的观念 ,在乡村社会中自觉地根据理学理想

来维护社会秩序 、宣扬儒家文化 ,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的秩序 ,实践着

与“治国”同等价值的行为。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 ,如果他信奉

理学的思想 ,那么他治国的目标也就是构建乡村宗法秩序在内的整个

社会的合理秩序 。由于齐家与治国的意义是等同的 ,因此为政权服务

的官僚理应在乡村社会重建根基 ,发展自身的宗族力量 ,而自觉维护理

学秩序的绅士集团也理应被视为国家的精英并获得出仕的机会 。于

是 ,通过理学 ,乡村社会的绅士集团和国家官僚集团整合成一个政治共

同体 。根据理学的观念 ,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种如

黄宽重所描述的 ,在乡村宗族社会中读书 ,然后应举出仕成为国家的官

员 ,退休后又返回乡里服务乡里(黄宽重 , 2005b:351);另一种则是科举

失败或因为养亲的需要没有条件参加科举而始终在乡村经营宗族 、维

护社会秩序和实践“天理” ,以此自觉地支持理学观念中的国家政权。

理学的这种独特的整合方式 ,需要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与具体的政

治制度结合才能发挥实际的社会功能。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理学成

为中华帝国的统治思想并与科举制度深度结合 ,虽然这个过程经过元

明清历朝复杂的过程而最终完成 ,但南宋无疑是这个历程的开端 。南

宋的理宗朝已经承认了理学的正统地位 ,理学思想也在南宋后期开始

渗入科举考试中(祝尚书 ,2005)。更为重要的是 ,南宋的理学家已经明

确指出了科举理学化对于提升绅士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意义。姚勉在

宝 元年(1253)殿试的策论中讨论科举与学校的部分 ,全面论述了通

过科举理学化整合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的可能性 。

姚勉不再像北宋的儒学家那样要求独立的文化教育主导权和推举

官员的权力 ,他承认科举制度 ,即承认皇帝对选官的独裁权力 ,但他要

求通过科举理学化 ,让皇帝承认信奉理学的乡村绅士才是国家选官的

恰当对象 ,这些人即使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集团 ,皇帝也应承认

他们在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和政治地位 。姚勉说 ,“使上之人不专以文

求天下之士 ,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 ,则学术才智之士 ,宜出而为国家用

矣” , “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 。理学又称“道学” ,这里的“道”就是

理学所指的“天理” ,这就是要求皇帝以理学的标准来实现科举取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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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勉指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国家的官僚根植于乡村社会 ,“古之所以

用乎士者 ,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 ,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 ,故天下之士

皆知所以自重 ,而无所谓奔竞之习” ,这是古代的理想状态 。科举理学

化之后 ,绅士阶层通过在乡村社会的“修身”“齐家”实践 ,应该成为国家

选官的惟一适合对象 , “乡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先教后兴 ,盖有素

矣。兴而曰宾 ,盖有礼矣” 。这就意味着皇帝应该在整体上承认绅士集

团的政治地位 ,将绅士集团与政权集团整合成政治共同体 。姚勉批判

科举制度下士人脱离地方的弊端 ,不但认为国家的官僚应该深植于乡

村社会 ,而且要求皇帝承认信奉理学之绅士在政权之外的文化权力与

政治地位 ,他说 , “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 ,而人爵之不足贵 ,知义荣

之可尊 ,而势荣之不足尊 ,利禄之心轻 ,则科举之念亦轻”(姚勉 , 《雪坡

舍人集·策癸丑廷对》)。“天爵” 、“人爵” ,语出孟子“仁义忠信 ,乐善不

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孟轲 , 《孟子·告子上》)。意思是

说 ,理学士人不必求仕 ,照样是天理的实践者 ,皇帝以道取士的目的 ,不

仅仅是要将“仁义忠信”之士吸收到官僚系统当中 ,更重要的是使这些

“仁义忠信”之士在官僚系统之外也能成为自觉治国人才。姚勉要求皇

帝要承认 、支持理学士人在政权之外的文化权力和政治地位 ,以期他们

自觉地维护皇帝的统治 ,这正是理学提升绅士集团政治地位 、在更广泛

范围内整合统治者与绅士集团关系的独特方式。

与北宋儒家学者提出的学校取士的方案相比 ,科举理学化的模式

不要求改变科举的选官模式 ,承认了皇帝在选官体系中的独裁权力 。

理学发展到明清时代 ,皇帝获得了对理学的最高解释权力 ,儒家学者主

导思想文化的企图破产了(黄进兴 , 1998)。在儒家学者学校取士方案

的三大政治目标中 ,通过科举理学化惟一能够实现的 ,就是要求统治集

团承认绅士集团在政权之外的政治地位 。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 ,同时

也是中华帝国政治体系维系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 ,明朝在

剥夺了士人对理学的最高解释权 、由皇帝本人主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

提下 ,将科举 、理学与官学体系完美地结合起来 ,秀才和举人最终成为

一种终身的功名身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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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begins with “ the housing power” , utilizing a shantytow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Shanghai as a case , to discuss the migrants' housing power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construction.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 the massive migrants

are encountered with the housing exclusion.They are oft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 in lack of the possibility of demands and expressions of their benefits.
Here ,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 the fourth group” , and believes that , the social
fact that migrants' housing power is neglected , on the one hand , depends 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existent system and policy , on the other hand , concern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peasant labo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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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GOs of China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From a mass-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 a lot of scholars have begun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s and

changes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 in China.In such a state-oriented society , it is a

significant issue to find out how the NGOs make use of acting tactic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effectively and influence government as well.Taking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Guangzhou Proprietor Committee' 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 the NGO

chooses informal politics as its acting tactics , which emerg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aseline 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crack-struggling of the grassroot NGO.Thus , the positive

sense of it can' t be overlooked , while the obvious flaws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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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vil examinations was at first a means of expanding imperial power.By the

breakdown of equal land system , gentry classes had grown up but hadn' t obtained steady

political status.As a result of resistance by gentry and Confucians , the plan of expanding

imperial power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examinations failed.At last ,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 the civil examinations became a political integrative system

of autocratic regime and gentry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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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rvey of D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in Republic of China gained

extreme fame and developed a school of its own for long-time survey , rich cont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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